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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本研究深入剖析AI意识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引入回避型–趋近型工作重塑

作为中介变量，数字自我效能感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影响路径。研究为中国企业及职业人士更好地应

对未来市场挑战、实现高效且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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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his study thoroughl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I 
awareness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By introducing avoidance-approach job crafting as 
mediating variables and digital self-efficacy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pathways of influence. Th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profes-
sionals to better address future market challenges and achieve efficient and health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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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当前以智能设备、AI、机器人技术及算法为主导的科技浪潮中，AI 被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核心要素。随着 AI 技术在企业运营中的深度整合，其角色已从传统的辅助工具逐渐演进成为员工不可或

缺的工作伙伴[1] [2]，这一变革正在重新定义现代职场的工作模式与组织生态[3]。除了在优化业务流程和

促进技术创新方面展示出卓越能力之外，人工智能系统通过资源分配功能可能促使组织内部权力架构发

生变动，此类变动将影响员工对 AI 技术的认知，并最终对个人创新工作表现产生结构性的影响[4] [5]。 
创新行为使个体能够通过提出变革性的想法、提升个人效率、调整工作环境或任务等方式来增强应

对挑战的能力[6]。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 AI 技术特性对员工创新绩效的直接贡献[7]，却忽视了员工

AI 意识，即个体对于 AI、智能机器人及算法等新兴信息技术对其职业生涯潜在影响的理解[8]，在其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迄今为止，部分学者已开始探讨 AI 意识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负面影响[4] [5]，而对其正面

影响的研究则相对有限[9] [10]，这种情况显著限制了在人机深度协作环境下，员工 AI 意识在组织内可能

产生的潜在效果的认知。鉴于此，本文依托社会认同理论，旨在探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中，员工的 AI 意
识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个人倾向于通过其所属群体来界定自我，并寻求认同感和归属感。随着员工 AI
意识的觉醒，员工开始结合自身与 AI 进行自我认知的构建。实际上，员工在面对 AI 时并非总是被动接

受，而是根据自身能力和兴趣主动调整工作任务和方法，以适应个人或团队的需求，从而找到工作的意

义[11]。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重塑作为一种“自下而上”改变工作环境、重构工作特征的重要途径[12]，
对于理解 AI 意识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员工对 AI 的态度可以是消极的或积

极的，员工在面对 AI 时可以采取回避型工作重塑或趋近型工作重塑作为回避动机或趋向动机。选择回避

型工作重塑的员工可能感受到来自 AI 的社会存在威胁，担心直接冲突的发生，进而减少对由 AI 驱动的

创新行为的支持[5]。相反，采取趋近型工作重塑的员工更注重发掘环境中潜在的机会、成长空间和个人

收获，通过调动各种资源，积极学习新知识和技术，激发创新动机，从而促进创新行为[10]。因此，本研

究将回避型工作重塑和趋近型工作重塑整合到同一框架内进行分析，探究其在 AI 意识对员工创新行为的

影响过程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此外，数字自我效能感作为调控个人行为的个体特质，体现了个体对自身

运用数字工具的能力认知以及内在的信心程度[13]，对 AI 的认知评价过程存在显著影响[14]。基于以上

考虑，本研究决定将数字自我效能感作为调节变量，旨在深入剖析处于不同水平数字自我效能感的个体

会如何应对 AI 意识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情境中 AI 意识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分析回避

型–趋近型工作重塑策略的中介效应。这一研究不仅揭示了人工智能时代员工创新行为的内在形成机理，

同时拓展了社会认同理论在新技术环境下的解释边界。研究成果将为组织管理者深入理解员工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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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并对企业制定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以提升员工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

价值。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AI 意识与员工创新行为 

创新行为使个体能够通过提出变革性的想法、提升个人效率、调整工作环境或任务等方式来增强应

对挑战的能力[6]。已有研究表明，AI 工具对生产力、绩效和创造力具有正向影响，将人类的认知探索与

AI 技术的能力相结合，为创意工作流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5]。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个体通过群体成员身份获得自我价值感，并倾向于内化群体价值观以增强归属

感。随着 AI 逐渐占据生产力的核心位置，其长远影响难以预测，这对个体的认知与行为造成了广泛的影

响[16]。AI 意识着重指出，AI 技术具备提升工作效能、创造全新机遇以及推动职业成长的潜能[17]。一

方面，面对 AI 技术带来的职业发展威胁和企业对创新能力的高要求，员工的好胜心可能会被激发，将其

视为挑战性要求[18]，员工意识到，在工作进程中，AI 能够充当辅助与强化的角色，进而激发自己的自

主动机，例如学习 AI 技术、调整工作范围和内容、优化工作方式等，持续提高工作胜任力和竞争力，从

而促进创新行为的产生。此外，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替代或改进员工日常处理的一些重复性、复杂及效

率低下的任务[19]，从而显著减轻员工的工作负荷并提高整体工作效率[20]，使员工因 AI 产生更强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觉得自己与 AI 属于同一个团队。这种 AI 意识会使员工更主动地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有

助于创新行为的产生。 
因此，虽然引入 AI 技术可能引发员工一定程度的心理负担，但换个视角来看，这也激励着员工通过

自我提升和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作来应对这些挑战。随着员工对 AI 工具使用的日渐频繁，他们对这类技术

的信任也会逐步增强，从而减少对 AI 的感知威胁[21]。这不仅有助于降低对 AI 应用的负面看法，还促

进了创新行为的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I 意识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2.2. AI 意识的消极效应：激发员工创新行为的消极认知路径 

工作重塑着重于个体主动性和自主权的提升，往往涉及到对工作的迅速迭代与调整，为激发突破性

的创造力提供即时反馈。本研究根据 Bindl 等[22]的观点，将工作重塑分为趋近型工作重塑和回避型工作

重塑两个维度。回避型工作重塑体现了员工在处理关系边界时，通过减少社交互动和避免获取阻碍性资

源来应对工作环境中的挑战[23]。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个体倾向于保持并执行与其社会身份相一致的行为模式[24]。一方面，随着 AI

未来构建出更具针对性、特色化的模型与算法，员工可能感受到自身在工作环境中的角色变得边缘化，

这增加了员工的不安全感[25] [26]，使员工面临成就阻碍与能力受限的状况[27]，引发如情绪枯竭等负面

情绪，最终导致一系列消极行为的出现[28]，进而采取回避型工作重塑进行应对[29]，以此降低在与 AI 对
抗过程中所造成的资源损失。另一方面，算法技术的发展正推动“弱 AI”向能够自主学习并独立输出的

“强 AI”转变，加上拟人化 AI 和人形机器人的进步，使得人类与 AI 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这不仅让员

工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感到困惑，也威胁到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30]。因此，员工倾向于利用 AI 提供的精

准即时反馈以降低阻碍性需求，同时尽量避免复杂的社交互动，以此作为管理潜在资源损失风险的一种

策略，采用回避型工作重塑[31]。 
当员工感受到 AI 带来的潜在威胁时，他们倾向于表现出风险规避、消极应对及疏远行为[32]。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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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可能会选择降低工作量、避开职业社交活动或回避面对工作中的挑战。这种行为不仅限制了员工认

知边界的拓展，也妨碍了创新思维的培育，进而对创新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回避型的工作重塑促

使员工集中精力于现有的任务上，尽量减少额外时间的投入，并依赖已有的知识和技能来完成任务，而

缺乏探索新知或尝试新颖解决方案的动力。尽管这种方法可能在短期内提升任务执行效率，但它不利于

员工知识技能的长远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增强[22]。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I 意识与回避型工作重塑正相关。 
H3：回避型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呈负相关。 
H4：回避型工作重塑在 AI 意识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中具有负向中介作用。 

2.3. AI 意识的积极效应：激发员工创新行为的积极认知路径 

趋近型工作重塑指的是员工在理解并接受挑战压力源的基础上，通过积极、主动的改变来增加资源

或改善工作经验[22]。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一方面，员工期望通过与 AI 建立紧密联系，将其纳入个人成

长发展的助力体系，将 AI 视为积极的认同群体，进而提升自我概念[33]。当察觉到人工智能从单纯的工

具向工作伙伴角色转变时，员工内心深处渴望借助这一伙伴关系获取更多成长资源，主动对工作进行优

化调整，增加资源投入或致力于改善工作体验，推动了趋近型工作重塑的产生。另一方面，人类员工的

记忆和加工能力有限，容易受到疲劳及重复劳动、信息过载、身心资源不足、认知偏差等因素的影响。

而 AI 可以让人们从繁琐、重复、复杂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员工深切体会到 AI 处理常规和重复任务带来

的效率提升，如节省时间和资源[34]，同时减轻体力和情绪上的负担[35]。这使得员工能够摆脱工作疲劳，

恢复精力，更多地专注于高级问题的解决[36]。在此过程中，员工易形成积极的 AI 意识，他们会倾向于

认为当前工作场所的 AI 技术应用对自身而言是有益的，并看中 AI 技术带来的潜在机会[37]，引起积极

的工作体验。 
在趋近型工作重塑的驱动下，员工更倾向于实施创新行为。一方面，倾向于采用趋近型工作重塑的

员工通常对自己有能力优化工作环境表现出高度自信，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有效应对由 AI 技术引发的挑

战，并从中获得益处。这种积极的心态和信念激发了员工尝试新方法、探索新思路的动力，从而促进了

创新行为的发生[9]。另一方面，AI 技术为有学习需求的员工提供了获取新知识和技能的平台，增强了他

们对自身不可替代性的期望[4]。这种期望进一步强化了员工处理复杂和挑战性任务的信心，赋予他们重

新塑造工作方式和内容的动力[18]，提升了工作自主性，并为探索创新和自我提升提供了更多机会。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AI 意识与趋近型工作重塑正相关。 
H6：趋近型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呈正相关。 
H7：趋近型工作重塑在 AI 意识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中具有正向中介作用。 

2.4. 数字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数字自我效能感(Digital Self-Efficacy)是基于自我效能理论发展而来的一个概念[38]，它主要衡量个

体在利用信息技术和适应数字设备更新能力方面的自信程度。具体来说，这一概念反映了个人在执行涉

及数字系统任务时的主观信念水平。研究表明，当个体相信自己能够有效控制任务过程时，更倾向于为

挑战性目标投入时间和精力，并自发完成任务。拥有较高数字自我效能感的员工往往对职业成长表现出

更大的兴趣[14]，并且在操作数字设备方面展示出更高的熟练度[13]。 
依据社会认同理论，个体倾向于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与自尊。拥有高数字自我效能感水平的员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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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个人认知及评估方面展现出较高的自信水平，他们坚信自身有能力执行并成功完成那些超越常规工作

职责范畴内的数字化任务，并且能够有效地应对和解决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这种积极的态度有

助于减少工作中出现负面行为的风险。这种高水平的数字自我效能感不仅增强了员工对环境资源评估的

能力，也提升了他们对使用数字设备的兴趣。因此，这些员工能够以发展的视角看待组织转型带来的角

色和能力要求变化，减少技术冲击的负面影响。高数字素养的员工会更能接受和支持新的技术，因此他

们也更愿意参与学习和使用 AI，并积极与 AI 协作，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从而更倾向于采取趋近型工

作重塑策略。同时，高数字自我效能感能使他们更理性看待 AI，认识到自身能力可与 AI 协同。比如，员

工相信自己能快速学会操作新的 AI 辅助办公软件，即便 AI 意识提升，也不会盲目回避与 AI 相关的工

作改变，反而可能主动探索如何借助 AI 提升工作效率，从而减弱了 AI 意识引发的回避型工作重塑倾向，

呈现正向调节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8：数字自我效能感正向调节了 AI 意识与回避型工作重塑的关系之间的关系。 
H9：数字自我效能感正向调节了 AI 意识与趋近型工作重塑的关系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of AI awareness and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 
图 1. AI 意识与员工创新行为的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搜集 

不同行业及部门之间，AI 技术的应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39]。其中，制造业作为智能化设备广泛应

用的领域[40]，其生产人员对 AI 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尤为敏感[41]。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了江苏省内多家

正处于数智化转型进程中的制造业企业生产部门员工作为研究对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总共

收集问卷 451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所得有效问卷为 406 份。从样本的结构来看，男性和女性比例相当，

分别占比 57.1%和 42.9%；年龄方面，26~35 岁和 36~45 岁占比居多，分别占比 29.6%和 43.1%；学历方

面，本科学历居多，占比 61.3%；在工作年限方面，6~10 年占比 47.0%；岗位级别方面，基层管理者较

多，占比 36.7%。由此可知，样本的性别、年龄、学历和工作年限等指标结构合理，适合开展后续分析。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使用的量表都较为成熟且使用频率较高，采用 Likert-7 级评分法，度量范围为 1~7，代表由

“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1) AI 意识：采用 Park 等[42]编制的 25 题项量表。 
2) 回避型–趋近型工作重塑采用 Bindl 等[22]编制的量表，回避型工作重塑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886，趋近性工作重塑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6。 
3) 数字自我效能感：采用 Kim [43]编制的量表，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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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员工创新行为：采用 Scott 和 Bruce [44]开发的量表，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60。 
5) 控制变量。本研究借鉴以往关于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45]，将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及岗

位级别作为控制变量。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同源偏差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评估问卷中五个因子。检验结果显示，第一因子的解释率为34.156%，

低于 40%，各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为保证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本研究采用跨

层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变量的区分效度，结果见表 1，五因子模型具有较好的模型拟合度(χ2/df = 1.681, 
CFI = 0.941, TLI = 0.939, RMSEA = 0.041, WSRMR = 0.034)，明显优于其他因子模型，说明变量都达到了

很好的区分效度。 
 

Table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df CFI TLI RMSEA WSRMR 

五因子模型(A, B, C, D, E) 1.681 0.941 0.939 0.041 0.034 

四因子模型(A, B + C, D, E) 2.590 0.862 0.857 0.063 0.112 

三因子模型(A + B + C, D, E) 4.115 0.730 0.720 0.088 0.119 

二因子模型(A + B + C + D, E) 7.130 0.468 0.449 0.123 0.168 

单因子模型(A + B + C + D + E) 7.475 0.438 0.418 0.126 0.169 

注：A 表示 AI 意识，B 表示员工创新行为，C 表示回避型工作重塑，D 表示趋近型工作重塑，E 表示数字自我效能

感，+表示因子合并。 

4.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Table 2.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430 0.495 1          

2 2.400 0.888 0.027 1         

3 3.220 0.636 0.180** 0.021 1        

4 1.690 0.660 0.011 0.034 −0.043 1       

5 2.190 0.958 0.111* 0.112* 0.061 0.021 1      

6 4.654 1.199 −0.026 0.103* 0.055 0.171** 0.094 1     

7 4.628 1.354 0.180** 0.260** 0.131** −0.034 0.296** 0.308** 1    

8 4.258 1.241 −0.08 −0.05 0.110* 0.406** −0.013 0.422** −0.104* 1   

9 4.563 1.366 0.071 0.094 0.039 0.161** 0.135** 0.435** 0.383** 0.194** 1  

10 4.754 1.543 0.011 0.03 −0.087 0.177** 0.057 0.088 0.042 0.034 0.396**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1 = 性别、2 = 年龄、3 = 学历、4 = 工作年限、5 = 岗位级别、6 = AI 意识、

7 = 员工创新行为、8 = 回避型工作重塑、9 = 趋近型工作重塑、10 = 数字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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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纳入各个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2 所示，AI 意识与回避型

工作重塑(r = 0.422, p < 0.001)、趋近型工作重塑(r = 0.435, p < 0.001)以及员工创新行为(r = 0.308, p < 0.01)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回避型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呈现负相关(r = 
−0.104, p < 0.05)。相比之下，趋近型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则显示出显著的正相关性(r = 0.383, p < 0.01)。 

4.3. 假设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 3，AI 意识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影响(r = 0.281, p < 0.001)，从而验证了假设 H1 的

正确性。AI 意识对回避型工作重塑具有显著影响(r = 0.367, p < 0.001)，从而支持了假设 H2。回避型工作

重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系数显著(r = −0.252, p < 0.001)，验证了假设 H3。使用 Bootstrap 法对回避型

工作重塑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4，结果显示回避型工作重塑在 AI 意识与员工创新行为之

间的中介作用显著(r = −0.104, p < 0.001)。其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为[−0.149, −0.062]，由于该区间不包

含 0，意味着 AI 意识的提高或降低会通过影响回避型工作重塑，进而降低或提高员工的创新行为，验证

了假设 H4。 
 

Table 3.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3. 层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回避型工作重塑 趋近型工作重塑  员工创新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性别 −0.085 −0.067 0.047 0.067 0.145** 0.128 0.127 

年龄 −0.058 −0.091* 0.070 0.033 0.193*** 0.170*** 0.185*** 

学历 0.131** 0.111** 0.036 0.013 0.092 0.120* 0.088 

工作年限 0.416*** 0.354*** 0.156** 0.086 −0.094 −0.004 −0.117** 

岗位级别 −0.014 −0.045 0.117* 0.083 0.228*** 0.217*** 0.206*** 

AI 意识  0.367***  0.410*** 0.281*** 0.374*** 0.171*** 

回避型工作重塑      −0.252***  

趋近型工作重塑       0.269*** 

R2 0.193 0.321 0.052 0.040 0.246 0.289 0.303 

调整后 R2 0.183 0.311 0.212 0.200 0.235 0.276 0.291 

F 19.160 31.468 4.406 17.848 21.681 23.100 24.72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s  
表 4. 中介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中介效应 效应值 SE 
置信区间 95% 

下限 上限 

回避型工作重塑的中介效应 −0.104 0.022 −0.149 −0.062 

趋近型工作重塑的中介效应 0.125 0.031 0.068 0.189 

 
AI 意识对趋近型工作重塑的影响显著(r = 0.410, p < 0.001)，支持了假设 H5。使用 Bootstrap 法对趋

近型工作重塑的中介效应作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4，趋近型工作重塑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影响(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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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9, p < 0.001)，验证了假设 H6。趋近型工作重塑在 AI 意识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r = 
0.125, p < 0.001)。其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为[0.068, 0.189]，由于该区间不包含 0，进一步证实了假设 H7
的有效性。 

4.4. 数字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 5，AI 意识与数字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对回避型工作重塑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r = 
0.107, p < 0.05)。这表明，数字自我效能感在 AI 意识与回避型工作重塑的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假设 H8 得到支持。AI 意识与数字自我效能感的交互作用对回避型工作重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 = 0.107, 
p < 0.05)，表明数字自我效能感在 AI 意识与回避型工作重塑的关系中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 H9
得到支持。 

 
Table 5. Moderating effects of digital self-efficacy on avoidance and approach job crafting 
表 5. 数字自我效能感对回避型工作重塑、趋近型工作重塑的调节作用 

变量 
回避型工作重塑 趋近型工作重塑 

M7 M8 M9 M10 M11 M12 

性别 −0.067 −0.067 −0.067 0.067 0.066 0.066 

年龄 −0.091* −0.090* −0.081 0.033 0.028 0.038 

学历 0.111** 0.107* 0.104* 0.013 0.044 0.041 

工作年限 0.354*** 0.361*** 0.359*** 0.086 0.029 0.027 

岗位级别 −0.045 −0.042 −0.043 0.083 0.065 0.063 

AI 意识 0.367*** 0.370*** 0.353*** 0.410*** 0.389*** 0.370*** 

数字自我效能感  −0.048 −0.054  0.355*** 0.348*** 

AI 意识 × 数字 
自我效能感   0.107*   0.116** 

R2 0.321 0.323 0.334 0.212 0.332 0.345 

调整后 R2 0.311 0.311 0.321 0.200 0.320 0.332 

F 31.468 27.174 24.928 17.848 28.233 26.11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5. 结论与讨论 

5.1. 理论启示 

第一，丰富 AI 应用研究领域。人工智能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大量研究着眼于 AI 在宏观范畴的影

响，如对劳动力市场结构、就业岗位数量以及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然而，从微观视角探究 AI 如何影响

组织内部个体心理状态与行为模式的研究较为匮乏。在数字化与智能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员工与

AI 之间的互动变得日益紧密。作为创新活动的关键参与者，员工对 AI 的心理认知及其态度对其创新行

为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深入分析数智化环境中员工的 AI 意识如何作用于其创新行为的机制，不仅能

够增进我们对员工心理转化为实际行动过程的理解，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识别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

各种驱动因素。这一研究成果，将为数智化时代的管理者在处理员工与 AI 协同工作问题时，提供有力的

理论支撑与启示。 
第二，阐明 AI 意识作用于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机制。有别于过往将工作重塑视为单一整体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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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本研究对工作重塑的内在维度进行了细分，具体将其区分为趋近型工作重塑和回避型工作重塑，进

而明晰了 AI 意识影响员工创新的具体路径。具体而言，AI 意识可通过推动趋近型工作重塑，助力员工

增强创新行为；与此同时，AI 意识也会引发回避型工作重塑，致使员工创新行为减少。这一研究成果从

个体心理与行为层面，阐释了 AI 意识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这一过程的

认识。 
第三，丰富研究理论。依据社会认同理论，个体通常通过所属群体来定义自我，寻求认同感和归属

感。在工作环境中，随着 AI 意识在员工群体中的觉醒，员工开始将自己与 AI 联系起来进行自我认知构

建。当员工感知到 AI 对其岗位存在潜在替代威胁时，即基于 AI 意识产生不安全感，他们倾向于回避那

些可能被 AI 取代的任务，采取回避型工作重塑，从而对创新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当员工认识到 AI 的
优势时，他们会主动接近 AI 技术，学习工作技能，更积极地应对变化，有利于趋近型工作重塑，进而正

面推动创新行为。因此，本研究创新性地利用社会认同理论解释了 AI 意识通过回避型–趋近型工作重塑

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机制。 

5.2. 实践启示 

第一，AI 应用普及的时代，员工对 AI 的态度矛盾且不清晰，甚至持有敌对、抵抗的态度。一方面，

员工要积极学习，熟悉 AI 应用模式，加强对 AI 技术的了解与掌握，突破传统思维定式，提升对 AI 驱动

创新行为的认知。另一方面，组织可以建立畅通的员工反馈渠道，鼓励员工就 AI 技术应用过程中的问题、

困惑等进行沟通，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 
第二，企业应注重员工对 AI 的心理反应。一方面针对表现出趋近型工作重塑行为的员工，企业可调

配更多的支持资源，充分挖掘其创新潜能；另一方面，针对表现出回避型工作重塑行为的员工，企业则

需开展有效的沟通交流与引导工作，助力他们化解对 AI 技术的恐惧心理和抵触情绪。 
第三，全方位培育员工数字自我效能感。一方面，管理者应依据员工的不同层级，精心规划并推行

具有针对性的数字技术培训方案，助力员工工作效率与质量的双重提升；另一方面，对于持续钻研、学

习新技术的员工，应及时给予肯定性评价与物质奖励，激发员工的学习热情，增强其个人自信，从而为

全方位培育员工数字自我效能感提供有力支撑。 

5.3. 不足与展望 

第一，在数据获取途径方面，本研究主要依靠员工自我报告的形式，即使采用了 Harman 单因子测试

等手段试图缓解共同方法变异问题，但此类方法并不能彻底消除潜在偏差。为了增强结论的有效性，未

来研究应当探索多元化的数据收集渠道，从而提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第二，从研究议题视角来看，本研究主要围绕社会认同理论，探究 AI 意识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潜在作

用机制。但在剖析 AI 意识的过程中，尚未全面考量其维度划分对员工创新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未来可以

细分 AI 意识维度，进而对员工创新行为形成差异化的影响路径。 
第三，从研究视角来看，当前工作主要集中在个体层面，而对于组织层面的影响研究比较欠缺。未

来的研究应该超越个体层面，深入探究 AI 技术如何重塑整个组织的行为模式，为企业在智能化转型过程

中实现有效管理和创新驱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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